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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力、出口复杂度与经济增长波动

———来自 178 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周记顺,洪小羽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

摘摇 要:作为生产产品所需要的不可交易的投入品集合,国家能力的增加不但有利于经济

产出的增长,而且能够增强经济体系中供给和需求的稳定性,进而有利于降低经济产出的波动

性;出口复杂度的高低可以反映一国能力的多少,因而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可以降低供给波动、
需求波动和产出波动。 对 1998—2017 年 178 个样本国家的分析发现: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对总

体经济产出增长和制造业产出增长的波动均有显著抑制作用,但该抑制效应存在国别差异,对
总体经济产出增长波动的抑制作用只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显著,而对制造业产出增长波

动的抑制效应在低收入国家更大。 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出口复杂度提高可以通过抑

制供给波动和需求波动降低总体经济产出增长波动。 应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形

成和强化独有的能力,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改善各种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以提高能力组合效率,进而通过国家能力的系统化提升促进国内循环的高质量发展,提
高出口复杂度,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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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波动是人类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常态,但剧烈的大范围的经济波动不但会损害经

济本身的发展质量,而且会带来社会形态的不稳定。 因此,探究经济波动的来源进而寻求避免破坏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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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波动的有效路径成为经济学家们长期致力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 其中,对经济波动来源的早期研究

主要基于经济体内部的直接影响经济产出的因素展开,如供给、需求、技术和劳动力等的冲击(Aiyagari
et al,1992;陈昆亭 等,2004) [1鄄2],后来逐渐拓展到外部的间接的影响因素,如金融深化(Mallick,2014;肖
崎 等;2020) [3鄄4]、外部冲击(Fogli et al,2015;梅冬州 等,2015) [5鄄6]、制度约束(袁申国 等,2011;Duncan,
2014) [7鄄8]以及政策变化(孙宁华 等,2013;朱军 等,2018) [9鄄10] 等。 与此同时,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

也开始从宏观视角拓展到微观视角,“产品空间理论(Theory of the Product Space)冶和“能力理论(Theory
of Capabilities)冶的提出则进一步推进了这一研究趋势(Hausmann et al,2007,2010) [11鄄12]。

早期经济波动的多元观点认为微观企业或单个部门的冲击引发重大经济波动的概率很小,微观经

济中的特质性波动会被逐渐分散化,从而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Lucas,1977) [13]。 但 2008 年爆

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反映出个别行业变化也会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供给关系的联系和非

凸性技术,来自个体和部门的许多小而独立的冲击对总体经济产生的影响难以被消除和忽略(Bak et al,
1993) [14]。 在生产中每个部门均需要一定数量的关键投入,并在共同目标的作用下形成经济中的结点,
这些结点影响着跨部门的生产决策,从而会影响总体经济的波动(Carvalho,2010) [15]。 当经济体变得分

散时,整体经济波动的大小由经济体的内部联系网络结构决定,一个部门在经济体中的异质性和关联度

越高,其对整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就越大,产生“级联效应冶(Acemoglu et al,2012) [16]。 不同的企业对宏观

经济的冲击效应也不同,一些较大的企业对总产出有着重大的贡献,其异质性冲击也可能会演变为总体

冲击(Gabaix,2011) [17]。
随着微观力量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关研究也从多维度深入展开。 其中,

Hausmann 和 Hidalgo(2010)认为[11]:不同国家或经济体拥有的能力数量不同淤,生产的产品中包含的能

力数量也会不同。 这里的能力是指生产产品时需要的不可交易的投入品,包括个人技能、组织管理、社
会规则和规范、基础设施、制度质量以及互联网销售能力等。 若用产品复杂度来反映生产该产品所需要

的能力数量,则能力多的国家可以生产高复杂度的产品,能力少的国家只能生产相对较简单的产品。 这

意味着不同国家由于拥有不同种类和数量的能力,会形成不同的产品结构,而不同的产品结构下总体经

济自身的波动性以外部冲击产生的经济波动效应都存在显著差异。 例如,Duncan(2014)发现新兴市场

经济体具有较高的经济波动与其自身的制度质量有关[8],而制度是许多其他更基本能力的集合,如治理

腐败、维护社会稳定、规范经济活动等的能力。 很多研究已经注意到这种不可交易的投入品与经济波动

之间的联系,并分析了一种或几种能力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但难以反映经济体整体能力对经济波动的影

响。 “能力理论冶将不可交易投入品作为一个集合,为从整体上分析经济体的能力与其经济波动的关系

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研究方向。
然而,“能力冶是隐性的指标,其内含在生产的产品中,在现实中无法将被投入到一个产品生产中的

所有能力一一找出,需要使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对这些能力进行加总,以衡量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整体能

力。 为此,Hausmann 和 Hidalgo(2010)构建了基于“能力理论冶的出口复杂度指标。 产品复杂度反映了

产品的普遍性,需要越多能力的产品普遍性越低,产品复杂度也就越高。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拥有的能

力越多,出口的产品也就越多,通过对不同国家出口产品的比较,可以得到间接反映各国能力多少的出

口复杂度。 出口复杂度通常用一个国家出口的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产品的数量来衡量,不但反映了

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也反映了其国际市场开发能力,能够较客观地体现国家能力的多少和产品的多样

性。 因而,出口复杂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支撑其参与国际循环的能力禀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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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这里的能力“数量冶不仅仅指能力种类的数量,还包括各种能力的大小(质量)。 比如,一种制度或基础设施在各国

都有,但完善程度不一,则不同的国家的能力也有多少(大小、强弱)之分,越完善的国家能力越多。



入研究出口复杂度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机制,不但可以为实现持续稳定健康的经济发展提供理

论指导,也可以为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提供政策启示。
少量文献研究了出口复杂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比如,李小平等(2018)研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

口复杂度与其产出波动之间的关系[18],张龑和孙浦阳(2018)对产品出口复杂度对中国企业出口波动的

影响进行了分析[19]。 但其均是基于中国企业层面研究出口复杂度对产出和出口波动的影响,没有从国

际比较维度探究出口复杂度所反映的“国家能力冶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同时,其均采用反射法来

测度出口复杂度,而 Tacchella 等(2013)认为反射法在概念及变量的表达、信息的完整度等方面存在不

足[20]。 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供给和需求角度探究国家能力影响宏观经济波动

的理论机制,运用 Tacchella 等(2013)提出的适合度法测算 1998—2017 年 178 个样本国家的出口复杂

度,进而从国际比较视角和宏观层面研究出口复杂度所反映的国家能力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以拓展

和丰富关于经济波动来源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并为有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提供政策借鉴。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1. 国家能力与宏观经济波动

摇 摇 一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看作是生产(或出口)包含了更多能力的产品的过程,国家拥有不同的能力,则
会创造出不同的产品结构,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并表现出不同的经济波动性。 借鉴 Krishna 和

Levchenko(2013)的研究[21],本文构建一个简单模型来描述国家能力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假设一个

国家的经济体系由多个产品组成,每个产品生产需要数量不等的不同能力,并且每个产品生产对能力的

需求符合里昂惕夫函数性质:Qx =min[C(1),…,C(x)]。
其中,Qx表示某国家投入 x 种能力生产的产品数量,C(x)表示能力 x 的投入数量,这些能力能够结

合在一起用于生产的概率是qx,具备这些能力但无法结合起来用于生产的概率为 1-qx,q沂(0,1)。 假设

不同种类能力在生产中具有同等地位且对称地进入生产函数,概率为qx时,每种能力最终产出为 1 / x;概
率为 1-qx时,产出为零;每种能力产出的变动用(1 / x) 2 伊qx(1-q) x表示。 则能力与产出变动的关系可以

用下式表示:
d
dxvar[

qx(1-q) x

x2 ] = qx

x2 [ln q(1-2 qx)- 2
x (1-qx)]

因为 q沂(0,1),且 x逸1,所以qx沂(0,1)。 当
1-2q
1-q ln q<2 时,1-2 qx

1-qx ln q<2。

对函数 f(q)= 1-2q
1-q ln q 进行微分:df(q)dq = 1

q - 1-( )q +ln q
(1-q) 2 。 当(1-q) +ln q<0 时,函数 f(q)单调递

增。 lim
q寅0

1-q+ln( )q = -¥,lim
q寅1

1-q+ln( )q = 0,且 d
dq 1-q+ln( )q = -1+ 1æ

è
ç

ö

ø
÷

q >0,"q沂(0,1),所以在 q沂(0,

1)区间, 1-q+ln( )q <0 且是单调递增函数,只需知道 q ®1 时的函数值,即可得到其最大值。 利用洛必

达法则,可以得到:

lim
q寅1

[1-2q1-q ln q] = lim
q寅1

(1-2q)lim
q寅1

ln q
1-

é

ë
êê

ù

û
úúq =(-1)lim

q寅1

ln q
1-

é

ë
êê

ù

û
úúq = -lim

q寅1

1 / qé

ë
êê

ù

û
úú-1 =1

因此有: d
dxvar

qx 1-( )q x

x
é

ë
êê

ù

û
úú2 <0

可见,一个国家拥有的能力越多,其经济的波动性越小。
国家能力主要通过供给和需求两条渠道影响宏观经济波动(见图 1)。 从供给渠道来看,为产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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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本和产品种类受到能力的影响,国家能力提升(即能力数量增)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提

高,社会运行中的“堵点冶减少,这使得供给更有弹性,社会生产的稳定性更高,经济产出的波动也就更

小。 从需求渠道来看,国家能力提升带来产品生产成本降低并能够提供更多新产品,其产品将表现出质

优价廉的属性,且独特的新产品具有弱替代性,产品竞争力提高,进而可以弱化市场需求波动对经济产

出的影响。

图 1摇 国家能力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以“制度质量冶“个人技能冶“组织管理冶“基础设施冶四种能力为例分析其影响经济波动的逻辑:制度

作为各经济主体在经济体系中的博弈规则,同其他有形资源一样具有质量高低之分,良好的制度是一个

国家无形的比较优势(North,1990) [22],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够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也能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当经济体中具有较多高技能的劳动力时,其生产效率也较高,并潜在地促

进新产品的创造,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政府的组织管理能力制约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当经

济体具有良好的组织建构、运作、调整能力时可以减少企业生产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生产中的浪

费和损耗,降低产品成本;基础设施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对经济效率存在正外部性,良好的基础设施

能降低企业库存成本(Shirley et al,2004) [23],影响企业投入要素结构(张光南 等,2010) [24],推动企业生

产效率的提高。 因此,一个国家若具备较高的制度质量和劳动力技能、良好的组织管理体系、完善的基

础设施等能力,其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将得到提升,进而降低生产成本,促进新产品的开发,稳定

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抑制总体经济产出的波动。

2. 国家出口复杂度与宏观经济波动

一个国家的出口复杂度反映了其出口商品中所包含的技术水平以及出口商品的结构,可以体现其

能力的相对优势,因而也会通过供给渠道和需求渠道对经济产出波动产生影响。 出口复杂度越高的国

家,其生产过程投入的能力种类和数量越多,产品集中度越高,有助于增强生产者稳定产出的能力,从而

降低产品供给波动;一国的出口复杂度越高,其相对应的需求网络也越稳定,且较高复杂度的产品的替

代性和需求价格弹性较低,有助于减轻各种冲击对于需求的影响,从而降低产品需求波动。 也就是说,
随着出口复杂度的提高,产品供给和需求的波动都会趋于减弱,从而抑制经济产出的波动。

从供给渠道来看,随着国家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其产品的独特性也会提升,进而提高产品差异化程

度,这会使得进入该产品市场的难度和壁垒提高,即市场集中度增加,产品生产者面临的来自其他生产

者的竞争压力减小,使供给更加稳定(张龑 等,2018) [19]。 同时,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复杂度

较高,其技术水平往往也较高。 技术水平提高的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过程中投入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

(Koren,et al,2013) [25]。 投入品的种类和数量越多,每一种投入品的重要性就会下降,当影响特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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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外生冲击形成时,生产者可以通过使用其他投入品来部分抵消该冲击的影响。 因此,在生产中使用

更多投入品可以减轻外生冲击的影响,从而降低供给波动。
从需求渠道来看,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生产者需要通过需求网络供给产品,需求网络覆盖的任何目的

地市场的需求冲击都会通过网络传递影响总体经济产出。 因此,生产者所处的需求网络的风险分散能

力成为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张龑 等,2017) [26]。 若需求网络具有较强的风险分散能力,则由于需

求波动导致的经济波动会较小。 出口产品越复杂,富裕国家的高收入消费者就越有可能消费该产品,而
这类消费群体的收入波动较小,从而对产品的需求也更稳定(李小平 等,2018) [18]。 同时,较高复杂度的

产品也具有较高的差异化程度和较低的可替代性,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多样性偏好(邱晔 等,2017) [27],从
而使其需求价格弹性较低。 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和可替代性能够协同抑制需求的波动,进而可以降低

经济产出的波动。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能力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其数量的多少,各种能力之间的组合状况

(能力结构)也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 随着国家能力数量的增加,其经济产出波动性趋于下降,但这种

作用的大小受制于能力组合的能力(即前文理论模型中“这些能力能够结合在一起用于生产的概率冶,其
本身也是一种能力)。 不同的国家,由于文化传统、教育体系、经济制度、社会基础设施等的不同,即使拥

有相近的能力数量,但能力组合上的差异也可能带来显著的经济产出差异,进而表现出不同的经济波动

性。 因而,对于具有不同能力组合效率的国家,出口复杂度对经济产出波动的影响可能具有异质性表

现。 通常情况下,相对于欠发达或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发达或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发育

程度较高,能力组合效率也较高,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将新增的能力运用于生产中,因而其出口复杂度提

升可能产生更强的经济波动抑制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一个国家的出口复杂度越高,其经济产出增长的波动越小

(H1);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可以通过抑制供给波动和需求波动来降低经济产出增长的波动(H2);出口复

杂度提高对经济产出增长波动的抑制作用在高收入国家比低收入国家更强(H3)。

三、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摇 摇 借鉴 Krishna 和 Levchenko(2013)的做法[21],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用以实证检验出口复杂度与

宏观经济增长波动之间的关系:
VGDPct =茁0+茁1COMct+茁 Controlct+f c+着ct

其中,VGDPct为“经济增长波动冶变量,COMct为“出口复杂度冶变量,Controlct为控制变量,f c为国家个

体固定效应,着ct为随机误差项。
(1)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波动冶。 由于从长期来看经济产出是不断增长的,因而本文采用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GDP)的相对量(增长率)来测算各国的经济波动。 对经济波动的测算,可以采用实际产出

增长率的标准差(Di Giovanni et al,2012) [28],也可以采用去趋势化(对数滤波)后的产出增长率的标准

差(Calder佼n et al,2008) [29]。 本文采用前一种方法计算得到“经济增长波动 I冶,用于基准回归分析;同
时,也采用后一种方法(人均 GDP 对数 HP 滤波,滤波 smooth 设置为 6. 25)计算得到“经济波动 II冶,用于

稳健性检验。 为了得到面板数据,借鉴洪占卿和郭峰(2012)的做法[30],计算间隔 5 年的经济波动,从
1998 年开始,到 2017 年共得到 4 组标准差(经济增长波动值)。 此外,考虑到制造业在经济体系中的重

要性,本文还计算了样本国家的“制造业波动冶指标(计算方法同“经济增长波动 I冶),并分析了出口复杂

度对制造业产出增长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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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解释变量“出口复杂度冶。 出口复杂度的测算方法包括收入指标法 (Hausmann et al,
2007) [31]、出口相似指标法(Schott,2006) [32]和反射法(Hausmann et al,2010) [11]。 反射法修正了收入指

标方法下“富国生产复杂产品,穷国生产简单产品冶的循环结论,但其在概念及变量的表达、信息的完整

度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本文采用 Tacchella 等(2013)和李小平等(2015)提出的适合度法来测算样本国

家的出口复杂度[20][33]:

～F ( )n
c = 移 p

Mcp Q(n-1)
p ,摇 ～Q ( )n

p = 1

移 c
Mcp

1
F(n-1)

c

,摇 F ( )n
c =

～F ( )n
c

～< F ( )n
c > c

,摇 Q ( )n
p =

～Q ( )n
p

～< Q ( )n
p > p

其中,p 代表产品,c 代表国家,n 代表迭代次数。 Mcp是联系国家 c 和产品 p 的变量,若 c 国出口产品

p,Mcp为 1,否则为 0。 ～F ( )n
c 表示 c 国运用自己拥有的能力生产或者出口的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产品种类

的数量,～Q ( )n
p 表示有能力生产或出口产品 p 的国家数量的倒数,Fc

(n) 表示 c 国有能力生产或出口的产品

数与全部国家有能力生产或出口产品数的平均值之比,Qp
(n) 表示有能力生产或出口产品 p 的国家数量

的倒数与所有产品的出口国家数量的倒数平均值之比。 Fc
(n)、Qp

(n) 分别为国家出口复杂度和出口产品

复杂度的最终计算结果。 <～F ( )n
c >c代表在第 n 次迭代中所有国家出口复杂度的平均值,<～Q ( )n

p >p代表在

第 n 次迭代中所有产品出口复杂度的平均值。 本文把计算～F ( )n
c 和～Q ( )n

p 的初始值 Fc
(0) 和 Qp

(0) 都假设为

1。 Fc
(n)的值越大,表示该国的出口复杂度越高;Qp

(n)越大,表示该种产品的出口复杂度越高。 当第 n 次

和 n+1 次迭代得到的产品顺序不再发生改变时,即为最终的国家出口复杂度和产品出口复杂度。 本文

样本时间跨度为 1998—2017 年,为了减弱反向因果关系,面板模型回归中使用的出口复杂度为每 5 年间

隔期中第一年的值。
(3)控制变量。 参考 Krishna 和 Levchenko(2013)、张莹等(2019)的研究[21][34],本文选取以下 6 个

控制变量:一是“资本丰裕度冶,采用每千人固定资本形成总值来衡量;二是“贸易开放度冶,采用进出口

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三是“政府支出冶,采用政府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来衡量;
四是“自然资源冶,采用每百人土地使用面积来衡量;五是“预期寿命冶,采用居民预期寿命的自然对数来

衡量;六是“人均收入冶,采用人均国民收入(GNI)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其中,“人均收入冶为间隔期内的

平均值,其他控制变量为间隔期内的标准差。
(4)中介变量。 为检验出口复杂度是否通过降低供给波动和需求波动来抑制经济产出波动,构造 2

个中介变量(“供给波动冶和“需求波动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供给波动冶的计算公式为:VSct = 1 -

SMCct, SMCct =移
n

k = 1
(weightkt 伊 smckt )。 其中,t 表示年度,SMCct为国家 c 的产品集中度(面板数据中取间

隔期内第一年的值),smckt为国家 c 产品 k 的出口值占各国产品 k 总出口值的比重,weightkt为国家 c 产品

k 的出口值占其总出口值的比重。 产品集中度越高则产出越稳定,供给波动也就越小。 为了便于理解,
用 1 减去产品集中度得到“供给波动冶指标,其值越大则产品集中度越低,供给波动也就越大。 “需求波

动冶计算公式为: VDct =移
m

j = 1
(weight jct 伊 VPGNI jct )。 其中,weight jct为国家 j 从国家 c 的进口值占国家 c 总

出口值的比重,VPGNI jct为国家 j 的人均 GNI 增长率的标准差。 “需求波动冶越大,说明进口国的人均收入

波动对出口国的产品出口影响越大,即出口国 c 面临的市场需求波动也就越大。

2. 样本选择与数据分析

本文所用的各国经济产出、制造业产出以及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司(UNSD),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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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居民预期寿命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WDI)。 由于中国在样本期间缺少 1998—2004
年的数据,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应数据进行补充。 计算“出口复杂度冶使用的原始数据源自国际

信息中心(CEPII)提供的“世界贸易数据库(BACI)冶,包括 HS6 位码下的 5 000 多种产品的出口数据。
经过整理,最后得到 178 个样本国家 1998—2017 年的面板数据(样本国家详见表 1),表 2 为主要变量说

明和描述性统计。

表 1摇 样本国家分类及对应代码

低收入国家(29 个)
阿富汗(AFG)贝宁(BEN)布基纳法索(BFA)布隆迪(BDI)中非共和国(CAF)乍得(TCD)朝鲜(PRK)刚果民

主共和国(COD)埃塞俄比亚(ETH)冈比亚(GMB)几内亚(GIN)几内亚比绍(GNB)海地(HTI)利比里亚

(LBR)马达加斯加(MDG)马拉维(MWI)马里(MLI)莫桑比克(MOZ)尼泊尔(NPL)尼日尔(NER)卢旺达

(RWA)塞拉利昂(SLE)索马里(SOM)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SYR)塔吉克斯坦(TJK)多哥(TGO)乌干达

(UGA)坦桑尼亚(TZA)也门(YEM)
中等收入国家(92 个)

阿尔巴尼亚(ALB)阿尔及利亚(DZA)安哥拉(AGO)亚美尼亚(ARM)阿塞拜疆(AZE)孟加拉国(BGD)白俄

罗斯(BLR)伯利兹(BLZ)不丹(BTN)玻利维亚(BOL)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IH)巴西(BRA)保加利亚

(BGR)佛得角(CPV)柬埔寨(KHM)喀麦隆(CMR)中国(CHN)哥伦比亚(COL)科摩罗(COM)刚果(COG)
哥斯达黎加(CRI)古巴(CUB)科特迪瓦(CIV)吉布提(DJI)多米尼克国(DMA)多米尼加共和国(DOM)厄瓜

多尔(ECU)埃及(EGY)萨尔瓦多(SLV)赤道几内亚(GNQ)厄立特里亚(ERI)斐济(FJI)加蓬(GAB)格鲁吉

亚(GEO)加纳(GHA)危地马拉(GTM)圭亚那(GUY)洪都拉斯(HND)印度( IND)印度尼西亚( IDN)伊朗

(IRN)伊拉克(IRQ)牙买加( JAM)约旦( JOR)肯尼亚(KEN)基里巴斯(KIR)吉尔吉斯斯坦(KGZ)老挝

(LAO)黎巴嫩(LBN)利比亚(LBY)马来西亚(MYS)马尔代夫(MDV)马绍尔群岛共和国(MHL)毛里塔尼亚

(MRT)毛里求斯(MUS)墨西哥(MEX)蒙古(MNG)摩洛哥(MAR)缅甸(MMR)尼加拉瓜(NIC)尼日利亚

(NGA)巴基斯坦(PAK)巴布亚新几内亚(PNG)巴拉圭(PRY)秘鲁(PER)菲律宾(PHL)摩尔多瓦(MDA)俄
罗斯(RUS)圣卢西亚(LCA)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VCT)萨摩亚(WSM)圣多美和普林西比(STP)塞尔维

亚(SRB)所罗门群岛(SLB)南非共和国(ZAF)斯里兰卡(LKA)巴勒斯坦国(PSE)苏丹(SDN)苏里南(SUR)
泰国(THA)东帝汶民主共和国(TLS)汤加(TON)突尼斯(TUN)土耳其(TUR)土库曼斯坦(TKM)乌克兰

(UKR)乌兹别克斯坦(UZB)瓦努阿图(VUT)委内瑞拉(VEN)越南(VNM)赞比亚(ZMB)津巴布(ZWE)

高收入国家(57 个)

安道尔(AND)安提瓜和巴布达(ATG)阿根廷(ARG)澳大利亚(AUS)奥地利(AUT)巴哈马(BHS)巴林

(BHR)巴巴多斯(BRB)比利时(BEL)文莱(BRN)加拿大(CAN)智利(CHL)库克群岛(COK)克罗地亚

(HRV)塞浦路斯(CYP)丹麦(DNK)爱沙尼亚(EST)芬兰(FIN)法国(FRA)德国(DEU)希腊(GRC)匈牙利

(HUN)冰岛(ISL)爱尔兰(IRL)以色列(ISR)意大利(ITA)日本(JPN)科威特(KWT)拉脱维亚(LVA)立陶宛

(LTU)马耳他(MLT)瑙鲁(NRU)荷兰(NLD)新西兰(NZL)挪威(NOR)阿曼(OMN)帕劳( PLW)巴拿马

(PAN)波兰(POL)葡萄牙(PRT)卡塔尔(QAT)韩国(KOR)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KNA)圣马力诺(SMR)沙
特阿拉伯(SAU)塞舌尔(SYC)新加坡(SGP)斯洛伐克(SVK)斯洛文尼亚(SVN)西班牙(ESP)瑞典(SWE)瑞
士(CHE)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TO)阿联酋(ARE)英国(GBR)美国(USA)乌拉圭(URY)

图 2 描绘了各样本国家的经济增长波动、人均国民收入、制造业波动与“出口复杂度冶之间的关系。
这里的经济增长波动和制造业波动为样本国 1998—2017 年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和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率的标准差,人均国民收入(取自然对数)和出口复杂度为 2017 年的数据。 可以看出:随着出口复杂度

的提升,总体经济产出增长的波动和制造业产出增长的波动都趋于减弱,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 H1 得到

71

周记顺,洪小羽:国家能力、出口复杂度与经济增长波动



初步验证;出口复杂度比较高的国家主要是一些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较高的国家出口复杂度较

高,经济增长波动也较小,因而经济产出的波动性与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相关性,这与 Lucas(1988)、
Krishna 和 Levchenko(2013)的研究结论一致[35][21]。

图 2摇 经济增长波动、制造业波动、人均国民收入与出口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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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主要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变量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经济增长波动玉 间隔期内人均 GDP 增长率的标准差 0. 042 5 0. 043 3 6. 53E-03 0. 404 0

经济增长波动域 间隔期内人均 GDP 增长率去滤波后的标准差 0. 029 8 0. 034 3 4. 43E-03 0. 365 0

出口复杂度 间隔期内第一年的值 1. 093 0 1. 974 0 1. 15E-06 11. 000 0

资本丰裕度 间隔期内每千人固定资本形成总值的标准差 0. 598 0 0. 942 0 1. 40E-03 7. 456 0

贸易开放度 间隔期内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的标准差 0. 133 0 0. 125 0 1. 34E-03 1. 122 0

政府支出 间隔期内政府消费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标准差 0. 025 6 0. 024 7 2. 56E-08 0. 155 0

自然资源 间隔期内每百人土地使用面积的标准差 0. 042 6 0. 079 7 1. 78E-04 0. 541 0

预期寿命 间隔期内居民预期寿命取自然对数的标准差 0. 032 3 0. 026 2 8. 99E-04 0. 140 0

人均收入 间隔期内人均 GNI 取自然对数的平均值 8. 182 0 1. 513 0 4. 98E+00 11. 110 0

四、实证分析结果

1. 基准回归分析

摇 摇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对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

表 3,进一步考察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 值),最大值为 3. 83(见表 4),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

重的共线性问题淤。 为了进一步控制异方差可能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全部采用稳健性标

准误回归。

表 3摇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变 量 经济波动玉 出口复杂度 资本丰裕度 贸易开放度 政府支出 自然资源 预期寿命 人均收入

经济波动玉 1摇 摇 摇 摇 -0. 200 6*** 0. 083 4 0. 316 4*** 0. 430 1*** 0. 128 1* 0. 091 3 -0. 085 9

出口复杂度 -0. 332 2*** 1 0. 116 7 -0. 126 2* -0. 262 9*** -0. 184 6** -0. 248 3*** 0. 537 4***

资本丰裕度 0. 109 2 0. 359 4*** 1 0. 055 8 0. 062 6 0. 077 3 -0. 299 5*** 0. 598 2***

贸易开放度 0. 426 7*** -0. 212 8 0. 051 4 1 0. 372 2*** 0. 006 1 0. 090 2 -0. 076 6

政府支出 0. 513 8*** -0. 458 6*** -0. 039 0 0. 385 3*** 1 0. 135 9* 0. 181 0** -0. 192 6**

自然资源 0. 178 9 -0. 372 3*** -0. 121 4 -0. 015 8 0. 300 0*** 1 0. 073 9 -0. 054 3

预期寿命 0. 125 8 -0. 295 0*** -0. 540 7*** 0. 156 8 0. 23 4* 0. 276 1*** 1 -0. 616 4***

人均收入 -0. 095 1 0. 505 4*** 0. 868 6***-0. 106 8 -0. 223 8* -0. 271 3*** -0. 689 7*** 1

摇 摇 注:上半部分为皮尔森相关性分析结果,下半部分为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结果;*、**、***分别表示原假设为不相关的

显著性相关水平检验低于 10% 、5%和 1%水平。

表 4摇 各解释变量的 VIF 值

人均收入 资本丰裕度 出口复杂度 预期寿命 政府支出 贸易开放度 自然资源 平均值

VIF 值 3. 83 1. 92 1. 76 1. 74 1. 29 1. 17 1. 08 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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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为基准回归结果。 “出口复杂度冶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国家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其经

济增长的波动性趋于减弱,研究假设 H1 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资本丰裕度冶“贸易

开放度冶和“预期寿命冶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波动受

到以上因素变化的影响较大。 固定资本投资与产出波动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有二:一
是政府的逆周期投资支出调节对经济增长的稳定造成影响,二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投资上的“潮涌现

象冶可能使得国民经济经历频繁的周期波动和经济危机(林毅夫,2007) [36]。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稳定

的破坏可能来源于其所引致的外部风险,而且从企业层面看,对外贸易带来的生产专业化使得行业内企

业规模分布更加分散,大部分企业规模缩减,而大企业由于出口更多而有更快的产出增长(Melitz,
2003) [37]。 “政府支出冶的系数在 1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与饶晓辉和刘方(2014)的研究结论相一

致[38]淤,而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都会将财政政策作为应对经济衰退的主要工具之一,由此可能带

来宏观经济增长的波动。 “自然资源冶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表明以土地表征的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

波动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表 5摇 基准回归结果(固定效应模型)

变 量 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波动玉冶

出口复杂度
-0. 000 8*** -0. 000 8*** -0. 001 1*** -0. 001 0*** -0. 001 1*** -0. 001 1*** -0. 001 0***

(-2. 823 9) (-3. 219 2) (-4. 295 1) (-3. 605 7) (-3. 411 5) (-3. 417 2) (-2. 759 8)

资本丰裕度
0. 015 0*** 0. 010 5** 0. 008 6** 0. 008 5** 0. 009 1** 0. 009 8***

(3. 217 3) (2. 493 3) (2. 463 8) (2. 437 3) (2. 601 7) (3. 054 8)

贸易开放度
0. 136 1*** 0. 128 4*** 0. 130 3*** 0. 121 6** 0. 120 3**

(2. 708 1) (2. 762 9) (2. 738 9) (2. 490 7) (2. 485 3)

政府支出
0. 516 8 0. 510 6 0. 524 8 0. 504 0

(1. 497 0) (1. 517 0) (1. 576 0) (1. 470 4)

自然资源
-0. 192 7 -0. 180 6 -0. 183 5

(-0. 726 2) (-0. 677 8) (-0. 684 2)

居民预期

寿命

1. 211 5* 1. 153 5*

(1. 956 4) (1. 822 2)

人均收入
-0. 003 5

(-0. 835 8)

常数项
0. 033 1*** 0. 028 6*** 0. 021 4*** 0. 015 7** 0. 018 5*** 0. 008 7 0. 037 7

(107. 547 4) (20. 022 3) (6. 043 9) (2. 317 7) (4. 064 3) (1. 526 3) (1. 046 5)

样本数 703 703 703 703 703 703 703

拟合优度 0. 000 4 0. 019 6 0. 069 6 0. 098 0 0. 101 4 0. 122 9 0. 124 8

摇 摇 注:小括号内数值为 t 值,*、**和***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2. 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通过改变检验方法和替换关键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6 是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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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他们对中国样本的研究发现,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是造成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其解释了 23%的产出波动。



检验的结果,“出口复杂度冶和“出口复杂度均值冶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进一步替换被解释变量:
一是消除经济产出增长波动中的趋势性成分,采用“经济增长波动域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估
计结果见表 7 的(1)列;二是考虑到产出可能会受到投入品或其他生产要素使用的时间变化的影响

(Krishna et al,2013) [21],选择“全要素生产率冶(数据来源于佩恩表)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估
计结果见表 7 的(2)列。 此外,考虑到“出口复杂度冶计算过程中迭代次数的差异可能会对最终结果产生

影响,上文中使用的“出口复杂度冶是迭代 30 次的计算结果,因而采用迭代 15 次的计算结果再次进行回

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 7 的(3)列。 分析显示,所有模型中“出口复杂度冶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本

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6摇 稳健性检验(普通最小二乘法)

变摇 量 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波动玉冶

出口复杂度 -0. 004 4***(-4. 629 8) -0. 001 5*(-1. 954 6)

出口复杂度均值 -0. 003 4***(-3. 554 7) -0. 000 8*(-1. 885 1)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047 0***(11. 379 4) 0. 007 5(0. 270 7) 0. 046 3***(11. 855 7) 0. 0181(0. 739 2)

样本数 176 170 178 171

R 2 0. 040 3 0. 288 6 0. 033 6 0. 282 5

模型 普通最小二乘法 普通最小二乘法

表 7摇 稳健性检验(固定效应模型)

变量
(1)

经济增长波动域
(2)

全要素生产率

(3)
经济增长波动玉

出口复杂度 -0. 000 6***(-2. 778 5) -0. 000 9**(-2. 561 8) -0. 001 5**(-2. 520 4)

资本丰裕度 0. 024 9***(2. 954 1) 0. 003 0(0. 771 6) 0. 009 7***(3. 054 2)

贸易开放度 0. 205 3***(2. 746 8) 0. 014 0(0. 454 1) 0. 120 3**(2. 485 3)

政府支出 0. 658 1*(1. 931 2) 0. 016 7(0. 185 6) 0. 504 5(1. 471 6)

自然资源 0. 011 5(0. 189 2) -0. 088 6(-1. 263 0) -0. 184 0(-0. 686 3)

预期寿命 1. 542 4(1. 605 4) 1. 115 6(1. 547 4) 1. 153 3*(1. 822 1)

人均收入 0. 001 1(0. 401 8) -0. 010 1***(-3. 035 3) -0. 003 4(-0. 824 4)

常数 0. 003 5(0. 20 26) 0. 103 9***(3. 487 8) 0. 037 9(1. 053 2)

样本数 691 703 703

拟合优度 0. 171 7 0. 069 2 0. 125 0

3. 影响渠道检验

表 8 列出了对供给渠道和需求渠道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从供给渠道来看:模型(2)中,“出口复杂

度冶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抑制供给波动;方程(3)中“供给波动冶的系数显

著为正,“出口复杂度冶的系数显著为负且绝对值小于方程(1),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从需求渠道来

看:模型(5)中,“出口复杂度冶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出口复杂度的提高,需求波动也趋于减弱;方
程(6)中,“需求波动冶的系数显著为正,“出口复杂度冶的系数显著为负且绝对值小于方程(4),说明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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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介效应。 可见,出口复杂度对经济增长波动既有直接的影响,也通过供给波动和需求波动对经济

增长波动产生部分中介效应,这同时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H1 和 H2。

表 8摇 中介效应检验

变摇 量

供给渠道 需求渠道

(1) (2) (3) (4) (5) (6)

经济波动玉 供给波动 经济波动玉 经济波动玉 需求波动 经济波动玉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出口复杂度
-0. 001 02*** -0. 014 70** -0. 000 96** -0. 001 02*** -0. 001 30*** -0. 000 87**

(-2. 759 8) (-2. 119 2) (-1. 974 8) (-2. 759 8) (-2. 811 7) (-2. 301 2)

供给波动
0. 013 72*

(1. 896 3)

需求波动
0. 114 12***

(2. 682 3)

资本丰裕度
0. 009 75*** 0. 008 24* 0. 006 62** 0. 009 75*** 0. 001 42 0. 009 59***

(3. 054 8) (1. 798 9) (2. 451 9) (3. 054 8) (0. 539 6) (2. 931 9)

贸易开放度
0. 120 28** 0. 037 95 0. 141 12*** 0. 120 28** 0. 028 18 0. 117 06**

(2. 485 3) (1. 054 4) (3. 262 2) (2. 485 3) (0. 982 0) (2. 344 6)

政府支出
0. 503 99 0. 310 39 0. 587 91* 0. 503 99 -0. 001 97 0. 504 21

(1. 470 4) (1. 293 5) (1. 723 5) (1. 470 4) (-0. 016 5) (1. 460 6)

自然资源
-0. 183 50 -0. 248 96 -0. 008 12 -0. 183 50 0. 120 61 -0. 197 27

(-0. 684 2) (-0. 907 7) (-0. 179 3) (-0. 684 2) (1. 085 7) (-0. 729 9)

预期寿命
1. 153 48* 0. 788 95 0. 560 21 1. 153 48* 0. 406 22 1. 107 12*

(1. 822 2) (1. 603 8) (1. 285 6) (1. 822 2) (1. 330 2) (1. 788 5)

人均收入
-0. 003 48 -0. 001 85 -0. 000 35 -0. 003 48 0. 006 61** -0. 004 23

(-0. 835 8) (-0. 286 7) (-0. 192 4) (-0. 835 8) (2. 352 4) (-1. 046 9)

常数
0. 037 68 0. 938 07*** 0. 000 32 0. 037 68 0. 010 13 0. 036 52

(1. 046 5) (17. 631 4) (0. 017 9) (1. 046 5) (0. 436 0) (1. 012 8)

样本数 703 703 703 703 703 703

拟合优度 0. 124 8 0. 017 1 0. 112 6 0. 124 8 0. 018 0 0. 134 2

4. 基于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验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性,本文对样

本进行了分类检验。 按照世界银行依据收入水平划分国别的分类标准(2017—2018 年),将人均国民总

收入高于 12 235 美元的国家划为高收入国家,低于 1 005 美元的国家划为低收入国家,其余国家为中等

收入国家。 由此将样本国分成了“高收入国家冶“中等收入国家冶和“低收入国家冶三个子样本(见表 1),
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如表 9 所示。 对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出口复杂度冶的估计系数显著

为负;而对于低收入国家,“出口复杂度冶系数为负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至此,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H3 也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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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摇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异质性(被解释变量为“经济波动玉冶)

变量
高收入国家

随机效应模型

中等收入国家

固定效应模型

低收入国家

固定效应模型

出口复杂度 -0. 001 9*(-1. 949 5) -0. 001 0*(-1. 981 4) -0. 018 0(-0. 381 4)

资本丰裕度 0. 007 3***(3. 766 2) 0. 029 7(0. 782 6) 0. 210 9**(2. 197 1)

贸易开放度 0. 020 1(0. 379 0) 0. 174 9*(1. 837 5) 0. 145 3***(5. 393 5)

政府支出 0. 008 8(0. 048 6) 0. 592 1(1. 457 7) 0. 281 4(0. 667 3)

自然资源 -0. 081 3(-1. 435 6) -0. 635 1(-0. 922 2) -0. 363 2(-0. 491 0)

居民预期寿命 -0. 272 9(-0. 233 4) 1. 793 6*(1. 747 8) 0. 177 3(0. 548 2)

人均收入 -0. 005 7(-1. 578 3) -0. 005 3(-1. 271 4) -0. 027 9*(-2. 025 7)

常数 0. 083 2*(1. 755 1) 0. 044 8(1. 172 4) 0. 194 3**(2. 083 0)

样本数 227 364 112

拟合优度 0. 011 8 0. 199 3 0. 270 7

考虑到制造业在国家整体经济体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出口复杂度对制造

业产出增长波动的影响。 表 10 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各子样本,“出口复杂度冶的系数均

显著为负,表明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能显著抑制各国的制造业产出增长波动;从“出口复杂度冶的系数绝对

值比较来看,在“低收入国家冶样本中最大,其原因可能在于低收入国家在样本期间大多处于工业化启动

阶段或工业化进程受阻,可以借助后发优势快速增强与制造业发展相关的能力,因而出口复杂度的提升

对其制造业产出增长波动的边际影响更大。

表 10摇 出口复杂度对制造业波动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经济波动玉冶,随机效应模型)

全样本 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出口复杂度 -0. 005 1***(-3. 274 9) -0. 007 3***(-3. 155 8) -0. 003 8**(-2. 254 9) -0. 062 0**(-2. 452 )

常数项 0. 073 0***(14. 748 4) 0. 078 4***(6. 808 4) 0. 069 6***(12. 830 2) 0. 088 1***(5. 678 2)

样本数 703 227 364 112

拟合优度 0. 001 5 0. 011 8 0. 000 6 0. 068 8

F 检验 10. 72[0. 001 1] 9. 96[0. 001 6] 5. 08[0. 024 1] 6. 01[0. 014 2]

摇 摇 注:方括号内数值为 p 值;各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其估计系数略,备索。

五、结论与启示

“能力理论冶将能力定义为生产产品所需要的不可交易的投入品。 如果一个国家拥有的能力较多、
组合能力的效率较高,则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也较高,不但有利于其总体经济产出的增长,而且由于产

品的生产成本较低并能够提供更多的新产品而具有较强的供给和需求稳定性,进而使其经济产出增长

的波动性也较低。 一般来讲,能力越多,则生产的产品复杂度越高,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出口的产品复杂

度也越高。 出口复杂度越高,出口产品所包含的能力越多,因而一个国家的出口复杂度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其整体的能力状况,进而在总体上表现为出口复杂度越高则经济波动越小的趋势。 采用 178 个

样本国家 1998—2017 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可以显著抑制总体经济产出增长和制造业

产出增长的波动,而且出口复杂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存在供给渠道和需求渠道的中介效应;出口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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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波动的抑制效应具有国别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总体经济产出增长波动的抑制作用只在高收入

和中等收入国家显著(在低收入国家不显著),而对制造业产出增长波动的抑制效应在低收入国家更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国家能力的增加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根本力量。 目前,在新冠肺炎疫情、新贸易

保护主义蔓延等的冲击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反映出中国具有独特的能力优势。 要进

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还需要持续增加各种能力: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

势,形成并不断强化独有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持续提升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各种能力。

第二,能力组合效率也是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及其波动的重要因素,应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依赖于国家软环境的改善和进步,各种能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高效合

理的配置离不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约束。 应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制度和方

式,强化政府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打造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创造良好的经济

发展环境,为各种能力的高效聚合创造更好条件。
第三,国家能力的系统化提升是国内循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拓展和优化国际循环的基础。 出

口复杂度的提高,不但依赖于国内生产能力的提高,还需要国际市场开发能力的提高。 因此,在实现国

内经济增长创新驱动的同时,还要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机制,融合内外部

的发展优势,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有效提升出口复杂度,进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

促进。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国家能力、出口复杂度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并分析了国家能力

和出口复杂度影响经济波动的供给渠道和需求渠道,深化和拓展了“能力理论冶。 同时,采用 178 个样本

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出口复杂度对总体经济产出增长波动和制造业产出增长波动的影响,是在跨

国层面对出口复杂度与经济波动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的一次尝试。 在理论上,如何将出口复杂度背后的

“国家能力冶范畴更好地融入现代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中,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在实证上,对出口复

杂度与经济波动关系的经验分析,可以进一步针对除产出外的经济波动(如经济结构波动、经济效率波

动)以及除制造业外的其他产业(如农业、服务行业)展开,也可以从动态角度探讨一国能力的增加会对

经济波动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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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apacity,Export Sophisti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Volat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anel Data of 178 Countries

ZHOU Ji鄄shun, HONG Xiao鄄yu
(School of Economics,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Abstract: As the non鄄tradable input product set demanded by product production, the increase of national
capacity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economic output growth but also can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economic system, and furthermore, the increase of export sophistication can reduce the supply
volatility. The degree of export sophistication can reflect the extent of a country爷 s capacity, as a result, the
increase of export sophistication can reduce supply volatility, demand volatility and output volatility. Analysis
of 178 sample countries from 1998 to 2017 finds that the increase of export sophistication has significantly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volatility of total economic output growth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utput growth, but
the inhibitory effect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hich is significant only in high鄄income and middle鄄
income countries. The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volatilit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utput growth is bigger in low鄄
income countries. Further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d export complexity can reduce total
economic output growth volatility by restraining supply volatility and demand volatility. We should use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form and strengthen unique capacity,
deepen market economy system reform to improve all kinds of capacities, push forward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o improve capacity combination efficiency, further improve
national capacity systemization to boost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circulation, improve export
sophistication and realiz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nteractive promo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capacity; export sophistication; economic volatility; supply fluctuation; demand
volatility; output volatility; economic growth vola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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